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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中的跨国司法沟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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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际民商事诉讼的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本质上是传递和共享信息的

司法合作形态，是不同于“司法协助”“司法对话”等概念的独立范畴；“传信”和“交谈”

支撑起其基本构造，分别服务于国际司法合作的“知悉”和“协调”需求。管辖权冲突中的

跨国司法沟通不抵触当今的主权和私权观念，有正当存在的空间，其实现机制分为间接和直

接两种；其中，以当事人为天然媒介和专设中央机关等媒介的间接机制虽有“传信”的基本

功能，但存在奏效条件严格、中立性和专业性欠缺、繁琐耗时、难以支持“交谈”等不足；

直接机制则更为便捷高效、支持“交谈”、针对性强，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富有潜力和运用

前景。在海牙管辖权项目“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的法院间沟通规则下，一般民商事管

辖权冲突中的跨国司法沟通及其实现机制均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各方宜在理性认识管辖权

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的基础上推动该规则在后续谈判中的完善，并务实思考本国可接受的实

现机制、对沟通过程安全性和公正性的防护。对中国而言，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的既

有实现机制均不乏可采性，但也应关注相关防护措施；现阶段可考虑在司法解释性文件中设

置较为灵活的条文，以引导人民法院适当开展与外国法院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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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不同国家和地区法院之间的“沟通”（communication）在国际民商事诉讼特别是涉及管辖权

冲突处理的国际条约、软法文书、国内法、当事人协议中早有提及，据此开展的实践也已存在了

数十年，但一直未能正式进入研究视线，偶有涉及也大多隐于“国际司法合作”“国际司法协助”“跨

国司法对话”等话题之下，鲜有正面讨论。2020 年重启的海牙管辖权项目试图在一般民商事领域

达成处理国际平行诉讼和关联诉讼、缓和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
〔1〕的“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

                                                        
［作者简介］张心颜，北京大学法学院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际私法视域下中国法域外适用的制度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202）。 

〔1〕 本文中的“管辖权”是指司法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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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授权和规范平行诉讼和关联诉讼处理过程中法院间“沟通”的规则纳入了谈判议程
〔2〕，该套

规则在当前案文中已有相对完整的框架。但由于学理准备不足，该规则的谈判并未充分建立在对

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的理性认识之上，加之既有实践在跨国司法沟通的事项和程序等各方

面的分歧
〔3〕，有关提案和草案反映出对法院间“沟通”的含义界定不清

〔4〕、对沟通渠道方式和媒

介的认知偏差
〔5〕、对法院间“沟通”抵触国家主权的疑虑

〔6〕等，致使谈判进程遭遇了诸多曲折，

其中某些问题和争议遗留至今
〔7〕。 

《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草案）》已正式面向全球征询意见，以供总务与政策委员会（Council 

on General Affairs and Policy）进一步审议
〔8〕；中国作为该公约谈判的参与方，也面临着处理国际

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国内规则与该公约代表的国际规则接轨的潜在需求，而 2023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涉外编正式纳入了“先受理规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

两项在管辖权冲突中用于处理平行诉讼及关联诉讼的规则，但尚未就人民法院在其间与外国法院

的“沟通”作出专门规定。在此背景下，笔者拟初步厘清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

的本质属性、剖析其构造和功能、审视其正当性、评估其实现机制，以期为该公约下的法院间“沟

通”规则及中国有关国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一定的思路。 

                                                        
〔2〕 该公约谈判的任务自始就包括探讨“灵活的司法合作与协调机制”。HCCH, Aide memoire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Experts’ Group 

on Jurisdiction, Prepared by the Chair of the Experts’ Group, 18 to 21 February 2020. 转引自何其生：《海牙管辖权项目的新发展》，载《武大

国际法评论》2020 年第 4 期，第 14 页。 

〔3〕 例如，根据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法官通讯》记录，有法官认为沟通事项包含后勤事宜以及法官认为合适的其他事项，亦有

法官不接受讨论案件的是非曲直；英国法院不被允许在不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或参与的情况下与外国法院直接联络，而美国《法官守则》对此

则设有若干例外。HCCH,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https://assets.hcch.net/docs/541d9b6a- 39cb-414c-a68e-07e8681228c9. 

pdf, visited on 19 October 2025 (hereinafter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Draft UNCITRAL Notes on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Proceedings, A/CN.9/WG.V/WP.83; Jay C. Carlisle, Ex Parte Communication by the Judiciary, 58 New 

York State Bar Journal 12, 12 − 15 (1986). 

〔4〕 个别提案和草案有将法院间的“协助”“合作”“沟通”并列或混同的现象。HCCH, Proposal of the Members of Delegations of Brazil, 

Israel, Mexico,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3 September 2022 (hereinafter Work. Doc. No 11); HCCH, Proposal of the Members of 

Delegations of Brazil, Israel, Mexico,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5 September 2023 (hereinafter Work. Doc. No 27); HCCH, Proposal of 

the Members of Delegations of Brazil, Israel, Mexico,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21 September 2023 (hereinafter Work. Doc. No 27 REV.); 

HCCH, Proposal of the Delegations of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27 January 2024 (hereinafter Work. Doc. No 35); HCCH, Proposal of the 

Delegations of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23 October 2024 (hereinafter Work. Doc. No 35 REV.). 

〔5〕 例如，个别提案将诉讼当事人作为与“中央机关”并列的沟通媒介，这一认识存在误区的原因容后详述。Work. Doc. No 27; Work. 

Doc. No 27 REV. 

〔6〕 HCCH, Proposal of the Deleg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5 January 2024 (hereinafter Work. Doc. No 33); Work. Doc. No 

35; HCCH, Proposal of the Delegations of Argentina, Israel,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7 February 2025 (hereinafter Work. Doc. No 51). 

〔7〕 HCCH, Draft Text of a Future Convention on 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Related Actions, https://assets.hcch.net/docs/018ac1a6- 

55b9-4ea0-982d-6bd7d2cadcff.pdf, visited on 8 December 2025 (hereinafter Draft Text of a Future Convention on 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Related Actions). 

〔8〕 HCCH,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Draft Text Developed by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Jurisdiction Project, https://www.hcch.

net/en/projects/legislative-projects/jurisdiction/public-consultation, visited on 8 December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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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的独立范畴 

处理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跨国司法沟通，对其含义和属性的理解须以国际民商事诉讼

的语境为出发点。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跨国司法沟通以信息的传递和共享为本质，是相对独立的

范畴，与“国际司法合作”“国际司法协助”“跨国司法对话”等概念均有实质性差异，不宜混为

一谈。 

（一）跨国司法沟通的本质：传递和共享信息的司法合作形态 

国际民商事诉讼领域的法律文书极少直接界定“跨国司法沟通”的含义，而更多地基于直觉

用“沟通”来指称法院间的某些活动。例如，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中“本国

法院与外国法院或外国代表之间的合作和直接沟通”的条款被诸多国家的破产法采纳，其解释报

告指出，此处的“直接沟通”与司法协助请求书等传统程式相对照，包括以电话、传真、电子邮

件及视频等方式交换法院命令或判决、法庭记录及其他书面材料。
〔9〕“沟通”一词还在《关于父

母责任及保护儿童措施的管辖权、适用法律、承认、执行及合作公约》（下称《海牙儿童保护公约》）

中指称不同缔约国法院基于对“儿童最佳利益”的评估而直接或通过中央机关彼此管辖权的移转

提出请求或交换意见的活动
〔10〕；在美国《统一儿童抚养管辖和执行法》中指称法院以电话等方式

向其他州或国家的法院请求收集审查证据、评估儿童利益并转交评估报告、向监护程序当事人发

出携子女出庭与否的命令，告知自身的紧急管辖权，在执行子女监护权决定的程序中与受诉变更

该决定的法院确定后者希望其采取的行动等。
〔11〕 

虽然法院间的“沟通”尚无规范层面的定义，但从上述法律文书将其称为法院间“沟通”的

活动可以归纳出它们的共性。一方面，这些活动无疑是不同法域的司法权在跨境民间交往日益频

繁、及时有效解决跨境民商事纠纷之现实需求下的相互配合，系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的子集。
〔12〕

另一方面，这些活动的本质都无外乎不同国家和地区法院间的信息互通，无论其间互通的信息具

体表现为紧急管辖权存在的事实、实施特定司法行为的请求、被转递材料所承载的内容，抑或法

院对“儿童最佳利益”、期望对方实施的行为等观点；这也契合于“沟通”的文义，即“通过言语、

书写、手势或行为表达或交换信息，将想法带入他者感知的过程”。
〔13〕 由此可见，跨国司法沟通

本质上是法院间跨国传递和共享信息的一种国际司法合作形态，是司法合作精神指导下更为具体

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处理国际平行诉讼和关联诉讼、缓和国际民

                                                        
〔9〕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with Guide to Enactment and Interpretation, UNCITRAL, https://uncitral.un.org/ 

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en/1997-model-law-insol-2013-guide-enactment-e.pdf. 

〔10〕 Convention of 19 October 1996 on Jurisdiction, Applicable Law, Recognition,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in Respect of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rticles 8, 9, 31. 

〔11〕 The Uniform Law Commission, Child Custody Jurisdiction and Enforcement Act, Sections 110, 112, 204, 206, 207, 306. 

〔12〕 杜焕芳：《国际民商事司法与行政合作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4 页。 

〔13〕 Black’s Law Dictionary 31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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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管辖权冲突的整套规则的适用均属于“国际司法合作”领域；具体到条文层面，鼓励法院间

国际合作的原则性规定和调整法院间沟通的具体规则在形式和实质上都应有所区别。 

（二）跨国司法沟通不同于“国际跨国司法协助”与“国际跨国司法对话” 

在“国际司法合作”之下，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跨国司法沟通基于其传递和共享信息的本质

和国际民商事诉讼致力于解决具体纠纷的语境，与理论和实务更多讨论的“国际司法协助”和“跨

国司法对话”虽有联系，但各自独立。 

首先，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在民商事审判程序上互为委托、代为

实施一定的行为
〔14〕，这一过程显然包含送达、取证等司法协助请求及其回复、被请求国法院同意

提供的司法协助实施结果的发出和接收；判决承认和执行若由其作出国法院提出申请，也是如此。

“法律情报交换”作为司法协助项目之一，在具体案件中请求和提供法律资料的主体均为法院的情

况下，整体上属于法院间传递和共享信息的“沟通”。
〔15〕因此，跨国司法沟通在很多情况下既是

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环节之一，也是后者得以推进的基础。然而，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核心

是法院间信息传递基础上被请求方接受请求方委托而实施的送达、取证以及承认和执行他国判决

等，从而实现请求国司法行为效力的境外延伸，与作为信息传递过程本身的“沟通”不在同一层

面。如此，考虑司法协助请求本身就属于可被传递和共享的信息，且不在“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

公约”主题之内，个别提案将法院间沟通的目的设为“请求信息和协助”的提法容易引起困惑；

法院间沟通的实现机制等规则的设计也宜考虑“沟通”本身的特征及其处理管辖权冲突的目的，

不宜简单套用既有国际文书中的司法协助实施机制。 

其次，“跨国司法对话”是相对抽象的学理概念，通常被宽泛地用于指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

院、国际与国内法院或法官个人之间发生的思想接触和传播，不论信息传递方向的横纵抑或互动

程度的强弱，典型形式包括国内法院向有管辖权的国际法院寻求法律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法院就共同或相似法律问题参考或援引对方的裁决、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官间的访问和学术交流

等。
〔16〕可见，“跨国司法对话”亦有传递和共享信息的元素、与“跨国司法沟通”有一定的交集，

但“司法对话”中信息传播的目的不限于处理具体案件，且涵盖无明显双向性的“独白”
〔17〕；而

不处理具体案件的一般性法官会议、缺乏法院间现实互动的单方面作出裁决或援用他者裁决，虽

能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院为了个案的妥善处理而互通信息，但其本身不在跨国司法沟通之列。 

                                                        
〔14〕 王志文：《论国际与区际民事司法协助》，载《法学家》1997 年第 3 期，第 56 页。 

〔15〕 徐宏：《国际民事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 92 页。 

〔16〕 Anne-Marie Slaughter, A Typology of Transjudicial Communication, 29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 99, 99 − 102 (1994); 

Monica Claes & Maartje de Visser, Are You Networked Yet? On Dialogues in European Judicial Networks, 8 Utrecht Law Review 100, 104 − 105 

(2012). 

〔17〕 David S. Law & Wen-Chen Chang, The Limits of Global Judicial Dialogue, 86 Washington Law Review 523, 528 − 534 (2011); 

Congyan Cai & Yifei Wang, Transnational Judicial Dialogue in the Rise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Judiciary Enhanc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9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149, 159 − 16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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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的构造与功能 

法院在国际民商事诉讼中为处理彼此管辖权的冲突而开展的跨国沟通，包含“传信”和“交

谈”两种活动，分别服务于国际司法合作的“知悉”和“协调”需求，组成了国际民商事管辖权

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的基本构造。 

（一）服务于“知悉”需求的跨国司法“传信” 

与特定民商事纠纷有联系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院要以相互配合的方式解决该纠纷，必然要

知悉彼此对于该纠纷已经、正在或即将开展的司法活动的情况，才能在对此加以考虑的基础上决

定是否以及如何提供配合，抑或采取后续的其他司法行动；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法院司法活动的

知悉有赖于传递和共享信息的“沟通”过程。此类“沟通”仅是将此法院的司法活动作为事实传

达给彼法院，而不存在法院间的交流、讨论或协商，因而可称为跨国司法沟通的“传信”形态，

在域外送达和取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是送达和取证请求及其是否被接受的回复、被接受

的送达和取证请求执行情况及结果的返回，本质上都是以请求书与送达回证等为信息载体的请求

国与被请求国法院间的跨国“传信”。 

跨国司法“传信”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处理过程中也是无法绕开的。首先，一国法院

必须获悉相同或关联案件在他国法院受理、审理及裁判的情况，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对自身管理的

诉讼、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等程序作出受理、驳回、中止、继续等处理；其次，若前者提供的

配合附有条件，前者也需要将其配合行动及条件告知后者以期后者在后续行动中考虑。例如，在

同以美国航运公司为债务人的英美破产程序的竞合中，美国法院发布了一项命令，保证在英国的

债权人不会因其在英国的诉讼违反美国破产法而在美国面临藐视法庭之诉，以换取英国法院解除

对债务人在英资产的扣押；而英国法院拒绝了该“交易”，认为藐视法庭的担忧虽已解决，但预期

美国的破产重整协议将严重损害英国债权人的利益。
〔18〕该案中，两国破产程序的存在、美国法院

所提条件以及英国法院对其所作反馈等信息在两国法院间的传递，无疑是跨国司法“传信”。 

《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草案）》作为管辖权冲突处理最新进展的代表，其平行诉讼处理

规则兼采“先受理规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按照专属管辖、协议管辖、诉讼进程、“更适合

法院”、先受理法院的顺序确定管辖法院，允许中止诉讼的法院因未在合理期间内等到可得承认和

执行的判决而恢复诉讼，并在多边背景下将关联诉讼处理规则引入了一般民商事领域，允许各受

案法院共同决定全部或部分合并。
〔19〕由此，管辖权冲突中的受案法院需要跨国“传信”事项空前

拓展，包括平行或关联诉讼的存在和进展阶段、彼此的管辖权决定和受理时间、中止或恢复诉讼

的事由决定、“更适合法院”的权衡及关联诉讼合并所需的信息等。 

                                                        
〔18〕 Felixstowe Dock and Railway Co. v. U.S. Lines Inc.,［1989］Q.B. 360. 

〔19〕 Draft Text of a Future Convention on 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Related Actions, Articles 5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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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于“协调”需求的跨国司法“交谈” 

知悉彼此的司法活动固然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院以合作方式处理国际民商事纠纷的必要前

提，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充分良好的配合还需要法院在“知悉”基础上进一步改变各行其是的状

态，在传递和共享信息的过程中讨论和协商某些程序甚至实体问题的处理，以期最大限度地管控

分歧、达致司法活动的协调。此时，跨国司法沟通就超越了“传信”而进阶为“交谈”。这在全面

统一国际规则不现实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是以个案中的务实交涉起到了化解法律冲突的效果，

即便未能形成共识，也能进一步共享信息和澄清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促使法院各自作出

更为周全审慎的决定。 

参与沟通的法院对沟通事项处理的裁量空间越大，“交谈”对司法活动的跨国协调作用就越凸

显，这也是它在弹性规范居多的管辖权冲突领域大有用武之地的原因所在。对此，具有高度配合

和迅速结案需求的儿童保护和跨境破产领域的文书即是有力佐证：《海牙儿童保护公约》特别授权

缔约国法院就行使管辖权的“儿童最佳利益”标准交换意见
〔20〕；当事人的跨境破产协议通常也授

权甚至要求同一组破产案件中各程序最初系属的法院与其他法院协商各该程序的管辖事宜
〔21〕；在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发布的《法官通讯》中，新西兰法官也提及其就自己已发出监护令并结束诉讼、

随后在库克群岛又被申请相反监护令的案件与库克群岛法官接触，讨论结果是由后者裁决该案不

应重新起诉。
〔22〕 

随着“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下平行诉讼和关联诉讼处理规则谈判的进展，儿童保护和

破产领域管辖权冲突中的跨国“交谈”也有机会呈现于一般民商事领域：一则该公约谈判中一度

考虑《海牙儿童保护公约》下法院就“更适合法院”的确定“交换意见”的设想
〔23〕，当前案文授

权法院在“更适合法院”阶段交换的“信息”在文义上也包含了“意见”；二则根据阶段性共识，

该公约下的法院间沟通规则疆域的表述有可能采取“适用公约”这一宽泛措辞
〔24〕，故公约适用条

件的满足与否、平行诉讼或关联诉讼的存在与否、中止诉讼的法院等待的“合理期限”、关联诉讼

的合并方案等有裁量空间的事项，亦不无“交谈”余地。 

                                                        
〔20〕 Convention of 19 October 1996 on Jurisdiction, Applicable Law, Recognition,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in Respect of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rticles 8, 9. 
〔21〕 此类协议起源于 1991 年 In re Maxwell Communications Corp.案，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运用尤其广泛；它

们由当事人共同商定并经法院认可，核心目的包括促进处理破产案件的法院间的沟通。Paul H. Zumbro, Cross-Border Insolvencies and 
International Protocols—An Imperfect but Effective Tool, 11 Business Law International 157, 157 − 158, 163 − 164, 168 (2010); Jeremy Opolsky, 
Court-to-Court Communications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Proceedings, Insolvency Institute of Canada, https://insolvency.ca/wp-content/ 
uploads/2010_2nd_Jeremy-Opolosky_Court-To-Court-Proceedings.pdf. 

〔22〕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23〕 HCCH, Draft Text of Working Group on Jurisdiction, Annex II, February 2024.  
〔24〕 Draft Text of a Future Convention on 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Related Actions, Articl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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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的正当性 

跨国司法沟通固然意味着来自外国法院的信息介入了本国法院的审判过程，然而，司法主权

和当事人程序权利保护的要求，都未完全排除法院间的跨国“传信”和“交谈”在国际民商事管

辖权冲突中正当存在的空间。 

（一）跨国司法沟通的主权许可性 

由于“主权”意涵具有较为高度的国际共通性，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跨国司法沟通所涉主权

关切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而言具有普遍性，主要有二：一是国际层面的“司法独立”关切，

即“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裁决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

任何直接和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
〔25〕，这自然意味着法院的审判不应

受到作为外国国家组成部分的外国法院的不当影响。二是就管辖权冲突的处理而言，跨国司法沟

通在很多情况下将影响本国司法管辖权的行使与否，而司法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载体。但上

述关切并不当然排斥跨国司法沟通。 

首先，跨国司法“传信”的内容是传达司法协助的请求和执行情况、外国平行诉讼的存在和

进程、外国在先判决的作出及其内容等程序性事实，不存在本国法院为外国法院的观点所左右的

问题；即便这些信息经过了外国法院的整理、评估或过滤，本国法院也可依据本国法允许的方式

独立检验其真实准确性。况且，如前所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在跨国民商事纠纷处理过程中

的相互配合，无论如何都依托于跨国“传信”；各国既通过条约和国内法接受了本国法院与外国法

院相互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基于“未决诉讼”“不方便法院”“预期承认”等制度缓解管辖权冲

突等司法合作事项，也就意味着接受了其间必然存在的跨国司法“传信”，无论其所接受的“传信”

方式和渠道如何。 

其次，跨国司法“交谈”含有讨论、交涉和协商的元素，意味着来自外国法院的信息和观点

对本国法院的实质性影响，此种近似“司法外交”的活动虽非法院的传统职能
〔26〕，但它并不必然

冒犯当今各国的司法独立观念。其一，受到影响并不意味着依赖于影响来源，与外国同行的讨论

不妨碍法院根据自己的智力和良知作出决定并为之负责
〔27〕；《海牙儿童保护公约》授权法院就基

于“儿童最佳利益”的管辖权移转交换意见、国内破产法允许本国法院批准当事人要求其与外国

法院讨论跨境破产程序管辖事宜的协议，都反映了立法者在管辖权事项上的此种认知。其二，司

法权是一种政治色彩较弱的“判断权”
〔28〕，遵循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推理模式

〔29〕，法院真诚地认

                                                        
〔25〕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dopted 06 September 1985 by the Seventh United Nations Congress. 

〔26〕 Umair Ghori et al. eds., Globalisation in Transition-Human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Springer, 2023, p. 161 − 162.  

〔27〕 Regina v. Turner［1970］2 All E.R. 281. 

〔28〕 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载《法学》1998 年第 8 期，第 34 − 36 页。 

〔29〕 Ming-Sung Kuo, Discovering Sovereignty in Dialogue: Is Judicial Dialogue the Answer to Constitutional Conflict in the Pluralist 

Legal Landscape?, 26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341, 36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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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国法院的观点更能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而加以接纳，是为后者所“启发”和“说服”，而非服

从外部“干涉”
〔30〕。 

（二）跨国司法沟通的私权许可性 

国际民商事诉讼中跨国司法沟通的私权关切，源于当事人作为民事诉讼主体的基本程序权利

要求。一则民商事诉讼处理的是私人争议，而私人间社会关系“平等自愿”之公理决定了只有当

事人才能把争议事项导入程序并要求法院作出决定，法院不得考虑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或根据自

己的判断主动收集、审查证据。
〔31〕二则程序正义的灵魂是利益主体参与程序并自主行使权利

〔32〕，

辩论权和在场权的保障是法治国家程序法上的普遍原则
〔33〕，以协助法官作出裁判为目的的交流、

辩论和会面原则上应在当事人或其代表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但上述要求都只是对国际民商事诉

讼中跨国司法沟通的范围和内容、条件、方式和程序形成了一定的制约，而非否定法院间跨国“传

信”或“交谈”的正当性。 

其一，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中的跨国司法沟通事实上大多建立在当事人主动促成、事先授

权或同意的基础上，符合“平等自愿”的要求。一则当事人显然可以为自身的诉讼利益而主动促

成法院间的沟通：在美国航运公司案中美国法院保证英国债权人在美国免予藐视法庭诉讼的命

令，就是在债务人律师的敦促下发出的；在平行诉讼中，为寻求一国诉讼的中止或驳回、继续

或恢复，当事人往往主动向法院提供他国诉讼的信息，进而促成受案法院间的跨国沟通。二则

当事人还可事先达成授权受案法院间沟通的合意，如前述跨境破产协议通常包含的“沟通与合

作”条款；在 Hanjin 案中，美国法官就根据当事人的跨境破产协议，通过电话会议向韩国法院

了解了韩国的共益债权追索程序、确保美国债权人能在其中适当主张债权，从而批准了债务人在

美资产的转移。
〔34〕 

其二，跨国司法沟通也完全可以在保障当事人在场和辩论权利的前提下进行。一方面，法院

可以给予当事人对跨国司法沟通过程及其所得信息知悉并表达观点的充分机会，现代通信技术也

支持各方当事人对沟通过程的实时参与，如“联合听审”实质上是在不同法域进行的“同时”听

审
〔35〕，对各方当事人根据相应民事诉讼制度享有的参与和辩论权利并无实质影响。另一方面，对

于程序和实体事项，当事人均可自愿处分其在场权或辩论权，例如在 Re PSI Net 破产案
〔36〕中，

                                                        
〔30〕 Gary Lawson & Guy Seidman, Deference and National Court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earning, Applying, and Deferring to 

Foreign Law, 8 Comparative Law Review 1, 16 (2017). 
〔31〕 张卫平：《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载《现代法学》2001 年第 6 期，第 93 页；［日］谷口安平：《程序正义与诉讼》，王亚新、

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 页。 
〔32〕 宋英辉编著：《刑事诉讼原理》（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 − 25 页；Michael D. Bayles, Procedural Justi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0, p. 59. 
〔33〕傅向宇：《家事审判中职权探知的限度》，载《中外法学》2021 年第 1 期，第 252 页。 
〔34〕 In re Hanjin Shipping Co., Ltd., 2016 A.M.C. 2126. 
〔35〕 In re Hanjin Shipping Co., Ltd., 2016 A.M.C. 2126. 
〔36〕 Re PSI Net Inc (Bankr SD NY, No 01 − 13213, 10 July 2001); Sheryl Jackson & Rosalind Mason, Developments in Court to Court 

Commun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Cases, 37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 507, 530 − 53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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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当事人就同意了美国和加拿大法官的私下通电。 

其三，在管辖权冲突的处理方面，相较于变更审理方法、实体问题的证据调查、行使释明权

等紧密关乎实体的事项
〔37〕，奉行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国家大都承认法院对诉讼的合并或分离

等较纯粹的程序事项有一定的自主权
〔38〕，由此，同外国法院互通与此类事项作出决定有关的信息，

即便在法院依职权主动实施的情况下也未必不可接受，在取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更加名正言顺。

在一组儿童诱拐和监护的平行诉讼中，为确定德国法院的适当性，英国法官向德国法官发送了当

事人共同拟定的有关德国诉讼的问题列表并获得了答复。
〔39〕 

具体到我国，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中的跨国司法沟通也不与民事诉讼国内规则相冲突。在

《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和辩论原则下
〔40〕，法院显然不宜就实体事项越过当事人联系外国法院、寻

求当事人未提供的信息和意见
〔41〕。然而，根据中国当前的平行诉讼处理规则，跨国司法沟通的内

容暂不涉及实体，仅限于外国程序、管辖决定及其理由等信息
〔42〕，从而妥善作出中止和恢复诉讼

等决定，属于法院主动调查取证的程序性事项
〔43〕，虽然沟通所得信息与“证据”的对应关系有待

讨论，但可以认为中国法律不禁止法院经由当事人以外的渠道就这些事项获取信息。同时，只要

据以裁判的证据和事实都经过辩论
〔44〕，中国法律也并不禁止法院先于各方当事人接触案件信息，

因此即便是在当事人缺席时与外国法院共享信息乃至交换意见，也不当然抵触中国民事诉讼制度。 

四、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的两种实现机制 

在跨国司法沟通为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所需、主权和私权保护要求也能容许其存在的基础上，

国内和国际层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逐步发展出了实现国际民商事诉讼中跨国司法沟通的两种相对

定型的机制，即间接机制和直接机制。两者在处理管辖权冲突的国际文书中均有所运用。《平行诉

讼与关联诉讼公约（草案）》中的法院间沟通规则允许缔约国选择授权本国法院对外直接沟通、指

定中央机关负责间接沟通或允许两种方式的“结合”，并以当事人为未允许相同沟通方式的缔约国

法院间兜底的间接沟通媒介
〔45〕，体现了对既有实践经验最大程度的吸纳。 

                                                        
〔37〕［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90 − 291 页。 
〔38〕《德国民事诉讼法》，丁启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8 页；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 页；《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齐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02 页；《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徐昕译，中

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39〕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40〕《民事诉讼法》第 12、13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 号），

第 104 条。 

〔41〕 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载《法学研究》1996 年第 6 期，第 50 页。 

〔42〕 这也是美国联邦司法中心编写的《海牙儿童诱拐公约》指南指出的“最能被接受的司法沟通”。See James D. Garbolino, 1980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Civi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 A Guide for Judges, Federal Judicial Center 127 (2012). 

〔4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96 条。 

〔44〕 刘家兴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第 3 版），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5 页。 

〔45〕 Draft Text of a Future Convention on 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Related Actions, Articl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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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司法沟通间接机制及其不足 

在“国内机构”的传统定位下，法院通常没有与外国法院直接联络接洽的职能，法院间的跨

国信息传递须诉诸其他主体作为媒介。此类媒介主要有两类：一是作为天然媒介的当事人；二是

有关规则为跨国司法沟通设置的专设媒介。 

1.  以当事人为天然媒介的间接机制 

当事人有动力向其所参与程序所系属的法院提供于己有利的信息，同时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法院存在诉讼法上关系的当事人，自然可以进行主张、举证、申请等诉讼法上的行为，使得这些

法院获悉彼此司法活动的信息。由此，当事人就成了法院跨国沟通的天然媒介，让跨国司法沟通

无须任何额外的制度安排，仅凭支配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既有程序规则即可实现。基于

此种沟通机制的固有性，“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中的法院间沟通规则本无须对其作出规定，

即便规定也仅应明确当事人作为兜底或默认沟通媒介的地位，而不宜将其与专设媒介并列，以及

对其施加与专设媒介等同的、与其地位和立场相冲突的中立义务。
〔46〕 

此种天然的跨国司法沟通间接机制在管辖权冲突的处理中极为典型。一则用于处理一般民商

事领域平行诉讼或关联诉讼的“先受理规则”或“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运作，大多依托于该机制。

例如，在英法两国平行诉讼的 Cartier 案中，一方当事人以诉状为证，主张其在英国先行起诉，法

国法院遂认定英国法院先受理案件，根据《布鲁塞尔条例Ⅰ》的“先受理规则”决定中止诉讼
〔47〕；

英国法院也可通过当事人后续提供的法国法院中止诉讼的事实，预期自身的审判能免受平行诉讼

干扰。该机制在“不方便法院原则”实施中的运用与之同理。
〔48〕二则一国法院在某些情况下还可

能要求当事人在另一国的竞合程序中向后者提供自身司法活动的信息，以期对方加以考虑。例如，

在 BSI 公司分别作为被告和债务人的美国违约诉讼和荷兰破产程序的竞合中，美国法院对 BSI 公

司作出违约赔偿的金钱判决，在其中表明以放弃就 BSI 的财产设立全球信托、配合荷兰破产程序

来换取该判决在荷兰的执行，并告知原告在荷兰破产程序中申请执行该判决。
〔49〕 

我国的现状与之类似。“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运用在人民法院已有较长时间的实践，《民事诉

讼法》也已正式兼采“先受理规则”以缓和管辖权冲突，这些规则允许我国法院在管辖涉外案件

时考虑同一纠纷在外国诉讼的情况
〔50〕，它们的实施势必涉及跨国司法沟通。但如前所述，我国尚

未就法院适用上述规则的过程中与外国法院的沟通设置任何专门规则，跨国司法沟通的实现完全

                                                        
〔46〕“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谈判中有提案出现了该问题，虽在后续草案中得到了纠正，但当事人与“沟通机制”在通知中

止诉讼事项方面的关系，仍有模糊不清之处。Draft Text of a Future Convention on 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Related Actions, Articles 5, 16. 

〔47〕 Judgment of 27. 2. 2014 − Case C − 1/13. 

〔48〕 Borden, Inc. v. Meiji Milk Products Co., 919 F. 2d 822 (2d Cir. 1990). 

〔49〕 Remington Rand Corp.-Del. v. Bus. Sys. Inc., 830 F. 2d 1260 (3d Cir. 1987); Jay Lawrence Westbrook, International Judicial 

Negotiation, 38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567, 574 − 575 (2003). 

〔5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发〔2005〕26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 号，已被修改）第 532 条；《民事诉讼法》第 281、28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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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以当事人为天然媒介的间接沟通机制来完成。 

当事人作为“天然信使”，固然在某些情境下具有支持国际民商事诉讼中跨国司法沟通的基本

功能，但此种间接沟通机制亦有重大缺陷。 

其一，该机制仅能用于同一当事人与需要沟通的各法院均有诉讼法上关系的情况；对于域外

送达和取证等事项上的沟通，请求国诉讼的当事人未在被请求国参与任何程序、没有立场和理由

承担传递信息的任务，该沟通机制将因“信使”的缺位而失灵。其二，参与各法院中程序的当事

人也可能不是足够权威和可靠的信息来源：一则其通常对某些信息不够了解，如管辖权冲突的处

理需要考虑的各法院案卷积压情况、证据收集难度、法院地国的公共政策等，也往往不会考虑不

在场的其他当事人的利益
〔51〕；二则其可能出于利己考量而隐瞒或歪曲有关信息。其三，该机制的

间接性决定了其仅适合支持跨国司法“传信”，而难以支持跨国司法“交谈”：法院间的“交谈”

过程涉及复杂而密集的信息对流与观点碰撞，需要高度的“在场性”；虽然协调开庭时间等行政和

事务性事项尚可经由中介沟通
〔52〕，但由当事人逐项转递法院的分析推理、结论及其理由等信息也

极为不便，还将导致严重的信息损耗和扭曲，几乎没有可行性。 

此外，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中以当事人为天然媒介的沟通机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

了专设媒介和直接沟通机制的建构，以及跨国司法“交谈”实践的发展。如前所述，不同于域外

送达、取证等事项，在管辖权冲突中，参加各法院所管理程序的当事人即可作为天然沟通媒介，

让跨国司法“传信”无须额外的机制即可实现，降低了设置专设媒介或授权直接沟通的紧迫感；

各国虽然早已有管控管辖权冲突的共识，但缺乏投入资源为管辖权冲突的处理专门设置跨国司法

沟通机制的充分动力。
〔53〕在此背景下，英美法系的法官基于“法官造法”传统，在国内法未明文

禁止的前提下更习惯出于实用考虑而便宜行事、在需要时直接联络外国同行，而大陆法系的法官

若无法律明确授权，通常不会如此
〔54〕，尤其是欧盟成员国法院可就“未决诉讼”等模糊概念诉诸

欧洲法院的统一解释
〔55〕，更鲜有可能自主尝试直接“传信”或“交谈”。 

2.  指定专设媒介的间接机制 

为弥补当事人作为天然沟通媒介的功能缺陷，国际社会为某些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事项配置

了法院间跨国沟通的专设媒介，以“中央机关”最具代表性。中央机关早期被《海牙送达公约》

《海牙取证公约》等用于域外送达、取证等无法利用当事人作为“信使”的司法协助领域，系缔约

                                                        
〔51〕 在同一组关联诉讼案件中，不同国家和地区法院所辖诉讼的当事人可能不完全相同。 

〔52〕 肖永平、濮云涛：《中央机关在国际民事司法协助中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完善》，载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主办：《中国国际私法与

比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03 页。 

〔53〕 一些国家可能难以接受儿童保护问题之外的财政负担，不愿在其他民商事领域复制该领域的司法沟通机制。Neil Brannigan, 

Resolving Conflicts: Establishing Forum non Conveniens in a New Hague Jurisdiction Convention, 18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83, 

109 (2022). 

〔54〕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55〕 Drouot Assurances SA v. Consolidated Metallurgical Industries, Case C − 351 − 96, (1998) ECR I − 3075; Gubisch Maschinenfabrik 

KG v. Giulio Palumbo, Case 144/86 (1987) ECR 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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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指定的负责司法协助请求的接收和转递的机构
〔56〕；此种间接沟通机制为一系列双边和区域性司

法协助协定所采纳
〔57〕，中央机关作为信息传递媒介的职能也逐步延伸至国际儿童诱拐案件中有关

儿童的社会背景、案件所涉国家的有关法律等材料的传递、应他国中央机关或法院请求而请求本

国法院考虑采取保护儿童人身和财产的必要措施等
〔58〕，因而得以在该领域的平行诉讼或关联诉讼

等管辖权冲突的处理中发挥法院间沟通媒介的作用
〔59〕。此外，跨境破产领域的若干软法文书还允

许法院指定“独立中间人”为跨国司法沟通媒介，承担在法院间传递文书、指示律师或管理人在

法院间传递文件等任务。
〔60〕我国虽然尚未在管辖权冲突处理方面指定中央机关负责人民法院与外

国法院之间的信息传递，但中央机关是我国当前在域外送达、取证等领域所熟练运用的跨国司法

沟通媒介，令其承担管辖权冲突中的信息传递任务，当无实质障碍。 

与当事人相比，专设媒介在传递信息方面更为正规和可靠。具体而言，中央机关由国家指定，

大多是该国外交部、司法部、法院等国家公权力机关；“独立中间人”亦具备适当技能、资格、经

验和专业知识，适合在国际破产程序中行事，公正履职，无实际或明显利益冲突，向其任命法院

负责等资格要求。
〔61〕因此，在国际民商事诉讼中，它们相较于当事人更可能中立和专业地在法院

间跨国传递信息，更好地保障所传递信息的真实准确性，更全面地顾及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管辖

权冲突等事项所牵涉的国家公共利益。此外，不同于支配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关系的法规，通过专

设媒介的间接沟通机制是专为跨国司法沟通设计的，不仅能实现和便利沟通，还能对沟通针对性

地加以规范，例如规定中央机关转递信息的形式和期限、对信息的审查标准等，以保障沟通以适

当的方式进行。 

然而，指定专设媒介的跨国司法沟通间接机制仍有明显的局限性。其一，该机制与上述以当

事人为天然媒介的沟通机制一样具有间接性，因而难以支持跨国司法“交谈”。其二，该机制仍有

赖于沟通媒介来中转信息，不是最能避免信息损耗、最大化沟通效率的方案，尤其是对于协调管

辖等行政性较弱而司法性较强的事项，同一组案件中很可能涉及信息的多次往返，中央机关的形

式审查对筛选和纠正信息的作用相当有限。其三，中央机关等专设媒介虽可能在集中联络、文书

补正等事项上有优势，但囿于自身的工作流程和任务积压，在“传信”上几乎不可避免地陷于迟

                                                        
〔56〕 杜焕芳：《国际民商事司法与行政合作中的中央机关机制》，载《时代法学》2006 年第 3 期，第 107 页。 

〔57〕 如《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卢迦诺公约（第二号议定书）》《布鲁塞尔条例 IIa》《美洲调查委托书公约》《美洲

国家域外取证公约》等。 
〔58〕 The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Civi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 Article 6; Convention of 19 October 1996 on 

Jurisdiction, Applicable Law, Recognition,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in Respect of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rticle 32. 

〔59〕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60〕 具体包括将有关文书（正式命令、判决、意见、决定理由、诉讼记录等）副本传送给另一法院，指示律师或破产管理人将其

已提交一国法院的有关文件（诉状、誓章、事实陈述、案情摘要等）转交另一国法院等。ALI-III Global Principles for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Cases 2012, Principle 23, Guideline 7; EU Cross-Border Insolvency Court-to-Court Cooperation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Principle 17, Guideline 7. 

〔61〕 ALI-III Global Principles for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Cases 2012, Principle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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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且存在较大的手续冗余和成本耗费。这也是部分国家频繁绕过多边公约下的中央机关机制、

单方面诉诸其国内法下的域外送达和证据开示规则的原因之一。
〔62〕由此可见，虽然依托于专设媒

介尤其是两大法系都较为熟悉的中央机关的跨国司法沟通机制在送达、取证等领域的成就有目共

睹，但该机制在管辖权冲突的处理过程中并非最为高效和趁手的工具。 

（二）跨国司法沟通直接机制及其潜力和前景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司法观念的更新，国际社会越来越接受跨国司法沟通在作为诉讼程序实

际操作者的法院之间直接进行
〔63〕，不必由某些机构或个人来充当“邮局”

〔64〕。以法院早期的自发实

践为基础
〔65〕，在送达、取证等司法协助事项上，以及需要高度配合和迅速行动的儿童保护、跨境破

产等领域，一些条约、国内法和软法文书陆续明确授权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法院间的直接联络接洽。 

对于较多涉及“传信”的域外送达和取证等事项，代表性的成果如欧盟重订的《送达条例》

及《取证条例》免除了由中央机关传递文件的要求，允许成员国法院直接沟通。
〔66〕对于较多涉及

“交谈”的管辖权冲突处理，法院间的直接沟通机制多集中于儿童保护和跨境破产领域，且以软法

为主。在儿童保护领域，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组织的“海牙国际法官网络”由各国自愿指定的“网

络法官”组成
〔67〕，网络法官的职责之一就是递送沟通请求、提供联系方式、安排口译员等，促成

法院在《海牙儿童诱拐公约》所辖案件中的直接联系
〔68〕；欧洲司法网络等区域性司法网络也搭建

了类似结构，并延伸至婚姻继承等事项
〔69〕。在跨境破产领域，前述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跨境

破产示范法》规定法院有权直接与外国法院沟通，其后一系列指南性文件规定了法院间发送文

件、电话和视频会议、联合听审等直接联系的可能形式
〔70〕，并将其作为优先于“独立中间人”的

                                                        
〔62〕  HCCH, Summary of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naire of July 2008, https://www.hcch.net/en/publications-and-studies/details4/? 

pid=4698&dtid=33, visited on 19 October 2025; Synopsis of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naire of November 2013, https://www.hcch.net/en/ 

publications-and-studies/details4/?pid=6127&dtid=33, visited on 19 October 2025; Jeanne Huang, Substituted Service in Australia: Problem, 

Tension, and Proposed Solution, 18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13, 116 − 129 (2022); Eric Porterfield, Too Much Process, Not Enough 

Service: International Service of Profess Under the Hague Service Convention, 86 Temple Law Review 331, 344 − 347 (2014). 

〔63〕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64〕 James Spigelma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800444, visited 

on 19 October 2025. 

〔65〕 1996 年，加拿大法官与美国法官为实现《海牙儿童诱拐公约》的目的进行了首次跨国直接司法沟通：加拿大法官要求澄清美

国法院在绑架发生后发布的追捕令的状况，美国法官指出这仅是临时措施，并表示孩子们在返回时可以由其母亲监护，等待进一步审理。

See HCCH, Report on Judicial Communications in Relation to International Child Protection, 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 

specialised-sections/child-abduction, visited on 19 October 2025. 

〔66〕 Regulation (EU) 2020/1784; Regulation (EU) 2020/1783. 

〔67〕 Judith L. Kreeger, The International Hague Judicial Network—A Progressing Work, 48 Family Law Quarterly 221, 222 − 223 (2014). 

〔68〕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69〕 Decision 2001/470/EC. 

〔70〕 Guidelines Applicable to Court-to-Court Communications in Cross-Border Cases as Adopted and Promulgated in Transnational 

Insolvency: Principles of Cooperation Among the NAFTA Countries, Guidelines 6 − 9; Europea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Guidelines for 

Cross-border Insolvency, Guideline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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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71〕；这些规则虽无法律约束力，但一经法院地国参加或认可，或由当事人纳入协议并经法院

批准，即可成为该国法院与外国法院直接联络的依据。
〔72〕 

我国在儿童保护、跨境破产等领域尚未加入或采纳上述授权直接跨国司法沟通的文书，在

包括管辖权冲突处理在内的国际民商事诉讼各方面也都尚未有人民法院与外国法院之间沟通

的规则和实践，但若干高级人民法院已被指定为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
〔73〕，有对外

联络的经验；当作为中央机关的高级人民法院自身作为平行诉讼或关联诉讼的受案法院而与外

国法院联系时，信息传递路径已然相当接近法院间的直接联系，在条件成熟时，并非没有向直

接沟通过渡的可能性。 

与依靠天然或专设媒介的间接沟通机制相比，法院间的直接沟通机制在跨国司法沟通的效率

和质量方面更具潜力。 

首先，该机制允许法院间的直接联络，意味着它是实现法院间“交谈”最为可取甚至唯一可

行的途径，这对于管辖权冲突的妥善处理作用重大。《海牙儿童保护公约》下缔约国法院“交换意

见”的落实，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该公约对直接沟通的授权；国际法官网络下的直接沟通使受理返

还申请的法院能获悉被遣返儿童可获得的司法保护等信息，也有助于同一诱拐事件相关联的各法

院协商达成有利于家庭关系和儿童福利的共同方案；跨境破产程序中，法院间的直接联系不仅可

用于跟踪外国程序、获得外国法律的解释等，还能促成各法院和当事人都同意的方案
〔74〕；“平行

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下可能的跨国司法“交谈”，亦有赖于法院间沟通规则下的直接沟通机制来

实现。其次，该机制能实现最高效的跨国司法沟通，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损耗和扭曲
〔75〕、节约时

间和资源
〔76〕。最后，作为跨国司法沟通的专门规则，它还能为法院间沟通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和规

范。一则它虽不设沟通媒介，但可能设置法官网络等辅助设施，帮助法院克服日程、时差、联系

                                                        
〔71〕 ALI-III Principles, Principle 23, Guidelines 5 − 8, 10; Judge Co Principles, Principle 17, Guidelines 5 − 8, 10, 16; Judicial Insolvency 

Network, Guidelines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urts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Matters (JIN Guidelines), Guidelines 

7 − 8, Annex A. 

〔72〕  如美英等国的破产法就植入了部分软法文书中的沟通条款，且明确授权法院接纳跨境破产协议。See Paul H. Zumbro, 

Cross-Border Insolvencies and International Protocols—An Imperfect but Effective Tool, 11 Business Law International 157, 164 (2010); Ian F. 

Fletcher & Bob Wessels, Shaping Rules for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Insolvency Cases Through Dialogue, 7 European Company 

Law149, 151 (2010). 

〔73〕《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指定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海牙送达公约和海牙取证公约

直接向外国中央机关提出和转递司法协助请求和相关材料的通知》（法办〔2003〕297 号）。 

〔74〕 Gerold Herrmann, International Cross-Border, 24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yer 218, 219 (1996). 

〔75〕 在一起破产程序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进行、债务人在美国被诉的案件中，两地法官的电话沟通纠正了当事人提供的错误信息。

Draft UNCITRAL Notes on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Proceedings, A/CN.9/WG.V/WP.83. 

〔76〕 在国际法官网络的辅助下，法院间联系的周期可缩短至天甚至小时；联合听审作为直接沟通机制下的一种信息共享方式，能

有效利用专家证词这一稀缺资源。Francis E. McGovern, Rethinking Cooperation Among Judges in Mass Tort Litigation, 44 UCLA Law Review 

1851, 1864 (1997);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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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语言等障碍，为跨国沟通提供便捷、稳定而可靠的结构。
〔77〕二则它也能规范沟通过程。例

如，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直接司法沟通》指南归纳了海牙法官网络下跨国司法沟通普遍接受的

原则和防护措施
〔78〕；跨境破产领域的软法文书也指出自身设置的直接沟通机制无意影响管辖权的

独立行使、国内法的适用和法院地公共政策，以及沟通中的材料提交、当事人参与、记录存档等

要求
〔79〕；《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草案）》兼采中央机关和直接沟通的法院间沟通规则也特别

要求法院和机关在沟通中保持独立、尊重当事人程序权利、遵守各自法律的信息保密规定
〔80〕。 

然而，管辖权冲突中涉及法院间直接沟通的既有规则大多是软法属性，且主要限于儿童保护

和跨境破产等特定领域，当前的直接司法沟通实践也多限于诉讼语言相同的法域间。
〔81〕此种现状

反映出直接沟通机制在管辖权冲突中的运用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一般民商事领域的国际接受度较

为有限。究其原因，除了对当事人这一天然媒介的路径依赖之外，亦有规范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

在规范层面，法院在管辖权冲突中不经由当事人和对外联络的官方机构而直接从外国法院处获取

的信息，在性质和来源上不同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专家意见等传统证据类型，其国内法属

性、在国内诉讼程序中地位和效力
〔82〕，以及沟通时长与审理期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需要立法和

释法技术上的妥善处理。在现实层面，一则虽然跨国司法沟通本身并不当然有损国家司法主权，

但在各国司法者的交流、思辨和说服能力相当参差的现实背景下，如在涉及管辖让渡的事项上，

本国法院与外国法院的直接接洽，尤其是直接沟通机制能够支持的跨国司法“交谈”，仍不可避免

地会引起外国法院观点事实上过度影响本国法院决定的疑虑；二则跨国司法沟通最终要由办理案

件的法官来落实，且不论偏远地区的实时通信设备、同声传译和术语库等设施短期内难以到位
〔83〕，

法官个人的司法风格和理念也对其直接接触外国同行的意愿有较大影响，在不熟悉彼此语言、制

度和文化的情况下，可以想见他们对发起或接收沟通的犹豫。
〔84〕 

即使如此，也并不妨碍直接司法沟通机制在管辖权冲突领域的上升走势。跨国司法沟通及其

实现机制的发展，既立足于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的基本共识，也植根于人类法治文明和各国司法

                                                        
〔77〕 在一起案件中，荷兰法院欲与波兰法院讨论《布鲁塞尔条例 II》下的案件移送事宜，欧洲网络法官办公室通过邮件取得波兰

法院同意直接沟通的答复、安排了通话日期和时间、短时间内组织了电话会议，使案件得以成功移送。See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78〕  包括对法官遵守本国法律并保持独立性的要求、沟通形式、语言、基本程序保障等内容。See HCCH, Direct Judicial 

Communications, https://assets.hcch.net/docs/62d073ca-eda0-494e-af66-2ddd368b7379.pdf, visited on 19 October 2025. 

〔79〕 ALI Guidelines, Guidelines 1, 6 − 9; ALI-III Principles, Principle 3, Guidelines 8, 10; JudgeCO Principles, Principles 1 − 2, Guidelines 

8, 10; JIN Guidelines, Guidelines 4, 7 − 8, Annex A. 

〔80〕 Draft Text of a Future Convention on 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Related Actions, Article 18. 

〔81〕 HCCH, Report on Judicial Communications in Relation to International Child Protection, https://assets.hcch.net/docs/ a5e242f2 − 

6ead − 4ab2 − 9d43 − 8014de92c848.pdf, visited on 19 October 2025. 

〔82〕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83〕 Eberhard Nietzer et al., Court-to-Court Communications: Hard and Soft Laws, https://insolvencycourts.org/DL/Singapore 2019/ 

Court-to-court_Communications_Hard_and_Soft_Laws%20.pdf, visited on 19 October 2025. 

〔84〕 The Judges’ Newsletter La Lettre des ju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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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演进。现代国家的司法机关多奉行审判独立原则，并非纯然是政治机关的工具或代理人
〔85〕；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司法系统达到了基本的现代化水平和公正程度，不同法域的法官日益频繁和

深入的接触、交流和研讨也增进了互信
〔86〕，即便是在激烈博弈的国际关系中，法院也可能倾向于

将彼此视为独立于外国其他政府机构的同行，尊重彼此诚实、胜任地适用法律解决争端的能力，

面对司法管辖权冲突，愿意为了妥善处理具体案件尤其是私人争议而在法律给予的裁量余地内一

定程度地考虑礼让外国法院，并就某些事项与之“传信”甚至“交谈”。
〔87〕这既推动了管辖权冲

突中跨国司法沟通实践的不断发生，亦激发了不断提升跨国司法沟通有效性、便捷性、公正性和

安全性的要求，进而为沟通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了深层驱动力。如参与“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

公约”提案的专家所指出，将儿童保护、跨境破产等领域处理管辖权冲突的跨国司法沟通实践范

本扩展至一般民商事领域的时机正在走向成熟。
〔88〕诚然，对世界范围内的直接跨国司法沟通而言，

司法者心理障碍的克服、语言表达和分析交涉能力的培养需要较为长期的过程，但是授权直接沟

通并不意味着给法院施加直接沟通义务；在“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对直接沟通的明确授权

甚至鼓励之下，各缔约国可以视情况逐步推进该项工作，各缔约国的受案法院也可逐案评估直接

沟通的实际需要和可行性。 

五、结论与建议 

管辖权冲突的处理是近年来国际民商事诉讼规则制定的焦点议题，也是跨国司法沟通发展的

前沿领域。《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草案）》中法院间沟通规则代表着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

沟通的新近发展，一般民商事领域跨国司法沟通及其实现机制在该套规则下均可能取得实质性突

破。若能顺利缔结和生效，“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及其下的法院间沟通规则有望改变当前儿

童保护、跨境破产领域以外的平行或关联案件的受案法院只能以当事人为天然媒介来间接“传信”

的现状，促使缔约国在一般民商事领域的管辖权冲突中建立起通过专设媒介或允许法院间直接联

络的沟通机制；它不仅将实现部分缔约国法院间的直接“传信”和“交谈”、更为专业和中立的间

接“传信”，还将为管辖权冲突中的跨国司法沟通施加有约束力的规范，有效提升沟通的效率和质

量、保障其安全性和公正性。对此，在理性认识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的含义和本质、构造

和功能、正当性和实现机制的基础上，参与谈判的各方在探索完善“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

下设法院间沟通规则的同时，也宜放下对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的主权和私权顾虑，务实地

着眼于当前和将来可能为本国所接受的实现机制，以及如何使法院间沟通规则在更好地支持跨国

                                                        
〔85〕 Anne-Marie Burley, Law Among Liberal States: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Act of State Doctrine, 92 Columbia Law Review 

1907, 1916 − 1922 (1992). 

〔86〕 Stephen Breyer, The Court and the World, Vintage Books, 2015, p. 249 − 251. 

〔87〕 Anne-Marie Slaughter, A Global Community of Courts, 44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1, 123 (2003). 

〔88〕 Work. Doc. N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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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沟通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对之进行规范，保障沟通的安全性和公平性。 

这也是我国在“平行诉讼与关联诉讼公约”谈判和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国内规则的设

置中应予思考的问题。就跨国司法沟通的实现机制而言，在成文法体制下，实定规则的缺位让法

院难以自发突破完全依赖以当事人为媒介的天然沟通机制的现状，形成不经由当事人而联络外国

法院的实践。如前所述，专设沟通媒介和直接沟通无碍我国的主权和私权关切，我国机构和司法

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在跨国司法沟通中作为专设媒介或从事直接沟通的条件，管辖权冲突中跨

国司法沟通的专设媒介和直接机制在我国既有制度兼容性，也有运行的现实基础，因而我国不必

对其过于排斥。鉴于当事人作为沟通媒介的缺陷，结合该公约下法院间沟通规则的谈判进展，我

国或可考虑在适当的时机指定中央机关作为人民法院在管辖权冲突中与外国法院沟通的媒介，或

明确授权人民法院与外国法院的直接沟通。就沟通的安全性和公正性而言，一则人民法院无疑必

须在遵守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法律的前提下开展跨国司法沟通，还须尽可能

确保他国法院提供的保护达到我国法律的要求，鉴于各国对当事人程序权利及个人信息保护水平

的差异，我国或可建议该公约设置某些为各国法院共同遵守的标准，还可考虑在跨国司法沟通的

国内规则中进行一些特殊安排
〔89〕，确保我国法律在沟通中得到的尊重；二则为保障跨国司法沟通

过程的基本透明度，降低偏见和专断的风险，避免其剥夺当事人了解和回应法院所接触的信息的

机会，或以其他方式偏离普遍接受的正当程序
〔90〕，还可考虑设置管辖权冲突中跨国司法沟通的程

序规则，具体规定各方在其中的某些权利义务，保障沟通以公正的方式进行
〔91〕。 

上述立场若要落实于具体条文，在形式和效力上，对我国法院处理管辖权冲突的实践而言，

与外国法院直接沟通和经由中央机关间接沟通，都是有待探索和试验的新事物，相应规则的定位

也是《民事诉讼法》下处理管辖权冲突的“先受理规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等的配套实施机

制，因此管辖权冲突中的跨国司法沟通在当前阶段比较适合由司法解释性文件来承载，待经验充

分、条件成熟时再考虑正式立法。在内容上，该规则宜有较高的灵活性，允许司法系统从域外实

践较为成熟的领域、较易沟通的事项、对外交流能力较强的法院、无主权顾虑且语言文化障碍较

小的区际案件
〔92〕开始，渐进地开展与外国法院的沟通，并允许法院选择自身能够驾驭的沟通场

合，以期逐步锻炼人民法院对外交流的能力、提升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处理质量，为将来与

国际接轨、加入或采纳有关国际文书作准备。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就该条文在司法解释性文件中

的设置建议如下： 

                                                        
〔89〕 例如要求我国中央机关或法院事先确定沟通的性质、目的、形式等。 

〔90〕 Jeremy Opolsky, Court-to-Court Communications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Proceedings, https://insolvency.ca/wp-content/ uploads/ 

2010_2nd_Jeremy-Opolosky_Court-To-Court-Proceedings.pdf, visited on 19 October 2025. 

〔91〕 例如借鉴前述《直接司法沟通》指南等文书，要求法院将沟通及时通知给各方当事人、准确记录沟通全程并允许当事人查阅

且发表意见、保障当事人就沟通所得信息进行辩论、明确沟通的期限及其与审理期限的关系等。 

〔92〕 香港、澳门与内地处于同一主权国家即中国内部，虽然有法律差异，但也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道德准则和语言文字。参见

涂广建、杨铁铮：《再论中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载《国际法研究》2024 年第 5 期，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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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二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恢复诉讼或

者驳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适当行使释明权以引导当事人提供与作出中止诉讼、恢复诉讼

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有关的资料或者信息，或者通过实际可行的方式与受理同一纠纷的外国

法院沟通，交换与作出中止诉讼、恢复诉讼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有关的资料或者信息。 

人民法院与外国法院的沟通，应当通知各方当事人参与沟通过程并发表意见。在一方

或者各方当事人未能参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完整记录沟通过程，并允许各方当事人

查阅和发表意见。人民法院与外国法院沟通获得的资料或者信息，经质证方可作为作出裁定

的根据。 

人民法院在与外国法院的沟通中，应当遵守有关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事项的国内

法律规定，并保持对中止诉讼、恢复诉讼或者驳回起诉裁定的独立性。” 

 

Research on Transnational Judicial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ZHANG Xinyan 
 

Abstract: In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within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litigations, 

transnational judicial communication constitutes a distinct category of judicial cooperation, 

essentially focused on transmitt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separate from concepts like 

“judicial assistance” or “judicial dialogue”, with “mailing” and “discussion” forming its basic 

structure and respectively serving the needs of “awareness” and “coord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judicial cooperation. Transnational judicial communication in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does not 

contradict contemporary notions of sovereignty and private rights, possessing legitimate grounds 

for existence. Its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fall into indirect and direct ones. Indirect 

mechanisms, which rely on parties to the proceedings as natural media or specialized media like 

central agencies, although fulfilling the basic function of “mailing”, suffer from strict effectiveness 

conditions, lack of neutrality and professionalism, cumbersome procedures, and difficulty in 

supporting “discussion”; while the direct mechanism is more efficient, “discussion”-supportive and 

targeted, therefore holding significant potential and prospect though still in infancy. Under rules for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ourts of the Convention on Parallel Proceedings and Related Actions of 

Hague Jurisdiction Project, substantial breakthroughs are anticipated in transnational judicial 

communica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for general civil and commercial jurisdi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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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s. The parties should advance the refinement of these rules in subsequent negotiations 

based on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ransnational judicial communication in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while pragmatically considering acceptabl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for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and safeguards for the security and fairness of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For China, existing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are all viable, but relevant safeguards remain 

vital. At this stage, consideration could be given to incorporating flexible provisions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ve documents to guide the People’s Courts to appropriately engage in communication 

with foreign courts.  

Keywords: Transnational Judicial Communication;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Parallel Proceedings; 

Related Actions;  Centr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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